



前人论及明代的政治体制 , 往往片面强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 , 而忽视地方
行政的实际效能及其演变趋势。 笔者认为 , 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 , 明代地方政府的行
政职能趋于萎缩 , 因而导致了社会控制权的下移 ,促成了基层社会的自治化
①
。本文通过考
察明后期福建的财政危机 , 探讨地方政府职能的萎缩与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 , 并对明中
叶的财政改革略作评述。不妥之处 , 敬请指正。
一、 明后期福建的财政危机
明代福建的财政危机 , 始自于嘉靖年间的倭寇之乱。 嘉靖时边防告急 , 有 “南倭北
虏” 之虞 , “边供费繁” , 而明世宗又好兴 “大工” 之役 , “加以土木、 祷祀 , 月无虚日 , 帑
藏匮竭” , 导致了全国性的财政危机②。福建地处抗倭前线 , 承担了庞大的军费开支 , 而中
央政府又无力补助 , 遂使地方财政严重超支 , 难以维持。嘉靖四十二年 (公元 1563年 ) , 福
建巡抚谭纶奏云: “近该臣等部署水陆官兵 , 共计用兵三万二千 , 岁用工食二十八万两。加
以修船给械 , 悬赏冲锋 , 通计一岁非三十二万不可。”
③
当时福建全省的地丁、 料、 屯、 盐诸
项钱谷总收入 , 每年不过 25万两 , 即使全部用于军费开支 , 尚且不敷 , 更何况还有其他必
不可少的行政费用。因此 , 谭纶要求中央每年补助福建 21万两 , 但却不了了之④。 按 , 明
代福建共设有二都司、 十六卫、 原额旗军近十万人 , 明初军饷主要依赖屯田 , 地方行政只
给少量补贴⑤。明中叶前后 , 屯政废弛 , 军饷无着 , 旗军大量逃亡 , 又值海疆多事 , 倭警频
传 , 当局始有募兵之举 , 而军饷也转由地方财政支出。 至万历、 天启年间 , 为了防范 “红
夷” , 又议增兵 , 福建的军费开支有增无减。据郭造卿 《闽中兵食议》 的记述 , 万历时福建
二都司、 五水寨共有 “马步官军四万八千二百余员” , 加上各县的机兵、 弓兵 , 总数不下十
万 , 其军饷皆由地方财政支出⑥。此外 , 自嘉靖以降 , 福建各地还留驻六营浙江客兵 , 每年
约需要军饷三万余两 , 也全部由客兵所在的州府承担⑦。
明代后期 , 福建当局为了筹措军费 , 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。万历 《漳州府志》 记载:
“ [嘉靖 ]四十三年 , 时军兴多故 , 福建巡抚谭纶议 , 寺田俱以十分为率 , 以四分给僧焚修 ,
其六分入官 (每亩征租银二钱 , 内一钱二分充饷 , 八分粮差 ) , 是为寺租四六之法。四十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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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, 巡抚汪道昆又题请额加派 , 民间每丁征银四分 , 米一石征银八分 , 专备军饷之用 , 号
曰 `丁四粮八’ , 而僧与民俱重困。”⑧这两项都是新增的税目 , 至明末仍相沿不替。不仅如
此 , 又加派、 克扣各县机兵、 弓兵的 “工食银” , 搜括各级政府的机动财源 , 其收入全部移
作军费。 《闽中兵食议》 论曰: “机兵每名有加二分之一者 , 弓兵每名有减二分之一者 , 以
所加 [征 ]减 [支 ]之食充饷 , 又有机兵若干名全以充饷者。此外 , 备用、 存留有丁料及
仓粮折色、 浮粮余剩、 鱼课、 寺田、 海田、 商课之租税 , 并诸司之罚锾 , 皆可以佐军兴。”⑨
实际上 , 当时为了支付军费 , 连各种经常性的开支项目也裁减了。康熙 《漳浦县志》 记载:
“以军兴兵饷不敷 , 四差亦多裁充饷。”
10
康熙 《宁化县志》 记载: “扣裁四差以充饷者 , 又三
分之一。”1这里所说的 “四差” , 是指纲银、 均徭银、 兵食银、 驿站银等四种代役银 , 原来
都有特定的用途 , 如今却被大量挪用 , 可见当时财政制度已极为紊乱。
万历至崇祯年间 , 由于明朝的各种加派接踵而至 , 福建的地方财政再度濒于崩溃。据
明人郑邦泰记述 , 从万历末年到崇祯初年 , 福建当局都设法 “抵解” 了一部分 “辽饷” 加
派 , 以减轻对民间的压力。如云: “自万历四十六年 , 有事于辽 , 部文该派每石七分一厘七
毫 , 共该派银四万七千七百三十两四钱一分 , 经布政毕公茂良、 粮道魏公时应一括盐钞银
抵解 , 各州县一年免派矣。 四十七年 , 又派银如上年 , 经二公搜括料剩、 站剩银一百四千
四百五十一两三钱一分抵解 , 每石实只派五分耳。 四十八年 , 部文加派至一钱八分四厘三
毫 , 共派一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五两三钱 , 几与起运正粮等 , 二公又多方搜括银二万七千
五百三十四两三钱抵解 , 每石得减派四分。天启二年分 , 又该加派如上年 , 而方伯游公汉
龙又多方搜括银五万二百五十六两一钱六分抵解 ,每石减去七分五厘 ,只派银一钱八厘 ,视
上年又多减矣。故闽省虽有辽饷 , 而民稍不为害。”12在此情况下 , 虽然减轻了民间的直接负
担 , 却对地方财政造成了极大损害。 因为 “搜括抵解” 的结果是藩库告竭 , 使地方政府毫
无应变能力。 自天启末年以降 , 就连 “搜括抵解” 也难以做到 , 还要裁省各种已有的行政
经费 , 以供明朝的不时之需。康熙 《宁化县志》 记云: “ [天启 ]二年至六年 , 俱蒙本司搜
括抵解 , 止加派一钱八厘八毫五丝。 至七年搜括已竭 , 每石亦减派三分四厘 , 实加派一钱
五分四厘二毫八丝四忽。至崇祯元、 二、 三年 , 无可抵解 , 每石俱加派一钱八分四厘三毫
奇。四年 , 石米又加派六分一厘四毫奇 , 共派二钱四分五厘七毫奇矣 , 计辽饷为银二千八
百六十一两六钱五分而奇也。民固已蹙额相告矣 ,其后加征之目益多。……通计所加征 ,几
侔于起、 存旧额矣。又不足 , 则职役优免有裁 , 生员优免有裁 (崇祯三、 四、 五年尽扣解 ,
六年免解 ) , 杂役、 机兵工食有裁 , 囚犯、 孤贫口粮有裁 , 有司给从驿站有裁 , 凡裁差银解
部者又三千八百三十五两 ,而闰年扣裁者不与。襟露履决 ,意象萧条 ,无复雍容畅裕之观。”13
这说明 , 当时地方政府为了应付各种临时性加派 , 已难以维持正常的地方财政支出 , 这就
势必导致地方行政职能的萎缩。
二、 财政危机与财政改革的关系
明后期福建的财政危机 , 直接导源于倭寇之乱与明末的加派 , 而更深刻的根源在于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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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叶的财政改革。 明代前期 , 地方财政的规模不受限制 , 各级政府皆可相当随意地征发民
力 , 自然也就不会发生财政危机。明中叶前后 , 地方财政一度恶性膨胀 , “浸淫至于杂供、
私馈 , 无名百出 , 一纸下征 , 刻不容缓。加以里皂抑索其间 , 里甲动至破产”14。为了减轻
人民负担 , 缓和社会矛盾 , 各地相继对赋役制度实行改革。 万历 《福宁州志》 记载: “成、
弘之间 , 乃令见役里长随其丁、 田赋钱输官 , 以供一年用度者谓之 `纲’ , 以雇一年役事之
佣者谓之 `徭’ 。既出此钱 , 则归之农 , 惟一里长在役 , 以奉追征、 勾摄。”15这一改革的目
的是以钱代役 , 以免服役者受到官吏的勒索 , 这就使徭役开始转化为财政形式。 然而 , 由
于当时的财政支出尚未受到限制 , 这一改革不久即归于失败。如云: “法虽具 , 而所入不足
以供所费 , 则又倚办于里甲。里甲既输钱 , 而又沿办 , 则向者所赋之钱 , 悉充县官私橐 , 是
重利县官也。于是乃不赋钱 , 第复国初之制 , 以丁、粮定班 ,纲则使之自供用度。”16这说明 ,
当时的赋役改革必须与财政改革相结合 , 或者说是以财政改革为必要前提。 弘治年间 , 仙
游缙绅郑纪在 《新里甲目录序》 中记云: “予弟今年备名里正 , 因会集同事 , 澡神涤虑 , 议
定供应事、 日 , 萃为一录。 自圣寿、 祀饮而下 , 至于役夫、 什廪之征 , 量轻酌重 , 务条类
目。……岁计用银不满五百 , 每甲一岁出银不过二三十两 , 视诸往年则七、 八之一。录成 ,
呈白县堂 , 随与里甲百四十户合盟以坚之 , 以为一岁共 [供 ]需之则。”
17
在这里 , 财政支出
的项目与数额显然已受到限定 , 才有可能预先作出精确的预算。 在此之前 , 仙游县的各种
里甲费用 , 据说多为不必要的开支。如云: “县令黄时 , 每甲值一日 , 用银二十余两 , 十六
图一岁计之 , 用银三千余两 , 悉皆庖厨之共 [供 ] , 妻妾之奉 , 马夫、 过客、 来使、 权门馈
赠而已。至于祭、 饮、 科、 贡物资之费 , 国典所载者 , 率以一科十 , 岁有千两有奇。”
18
由此
可见 , 这一时期赋役改革的主要成果 , 在于限制了地方财政的规模。
明中叶以后 , 福建的赋役制度改革已趋于定型 , 同时也形成了以定额管理为特征的地
方财政体制。正德年间 , 御史沈灼在福建推行 “八分法” 和 “纲银法” , 对里甲之役实行全
面改革。所谓 “八分法” , 即把原来由现年里甲采办的 “上供物料” , 改为由官府征银采办 ,
“每米一石、 人丁一丁 , 岁征 [银 ]八分 , 通融各县该办之数 , 就于八分内支解”19。 所谓
“纲银法” , 即把原来由现年里甲支应的各种行政费用 , 预先核定数额 , 总征在官 , 再由官
府逐项支付 , 不必临时向里甲责纳。 嘉靖十六年 (公元 1537年 ) , 御史李元阳在福建推行
“十段法” , 对均徭之役实行全面改革。所谓 “十段法” , 即每年取全县丁、 田的 1 /10, 派征




两种徭役转化为财政的形式之后 , 地方财政的管理体制也就必然随之形成。 不过 , 当时对
地方财政的收支还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 , 财政预算的规模经常被突破 , 而地方官也往往巧
立名目 , 另增新税。 《闽书》 记载: “正德十五年 , 沈御史灼议将通县费用 , 分正、 杂二纲 ,
以丁四粮六科派。 ……正纲费用可得稽按 , 杂纲私而难考矣。嘉靖十六年 , 李御史元阳知
其多费 , 再议征银储库 , 用度各有定则。 但额外费多 , 支应不给 , 仍令里长贴办 , 称为
`班次’ 。又为 `杂泛’ , 名声猥琐 , 甚或借办铺户 , 全不偿价 , 或半给者有之。较其一年之
费 , 倍之二纲之数 , 而里甲困矣。”
21
在兴化府莆田县 , 官府征收纲银之后 , 仍按里甲派佥民
149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
户 “落纲协办” , 因而支出多超出原额。嘉靖二十三年 (公元 1544年 ) , 莆田落职御史朱氵制
赋闲在家 , 为本图承应 “杂纲” 五日 , 据说原定该银 8两 , 而实际上却花了 28两。朱氵制对
此大为不满 , 在 《落纲协办志》 中记云: “穷乡小民 , 靠损尤甚 , 一经此役 , 无不破家。”
2
嘉靖末年 , 福建当局再次对里甲支应之役实行改革 , “令各县除正、 杂之名 , 止称 `纲银’ ,
以年应用通计实数 , 只据见年丁、 粮多寡 , 每户征银若干 , 审定规则 , 先一月征银在官 , 以
应后月支出”
23
。此次改革的要点 , 即明确规定纲银必须官收官支 , 从而使里甲支应官府之
役完全转化为地方财政 , 这已相当接近于此后 “一条鞭法” 的改革目标了。
万历五年 (公元 1575年 ) , 福建巡抚庞尚鹏推行 “一条鞭法” , 对全省各项财政收支实
行统一核算 ,并打破原来 10年轮役一次的惯例 ,把全年的费用直接摊派到官府所控制的全
部丁、 田之上 , 由官府 “总征均支”。在福建地区 , “一条鞭法” 对赋役改革并无多大建树 ,
但却为各级地方财政制定了统一的规范 , “缕析条分 , 著为成规 , 以垂永久”24。 “一条鞭
法 ” 作为通行全国的财政法规 , 对此后的地方财政体制具有深远的影响。 《闽书》 记载:
“自一条鞭法行 , 则通府、 州、 县十年中夏税、 秋粮、 存留、 起运额若干 , 纲、 徭、 兵、 站
加银额若干 ,通为一条 , 总征均支 , 异时民间征派名色 , 一切省除。”25这就是说 , 全省 10年
之内的一切财政收支项目 , 都已被统一规范于 “一条鞭法” 之内 , 各级地方政府完全失去
了财政收支的自主权。 万历二十年 (公元 1592年 ) , 福建巡抚许孚远在 《申饬条鞭行各





综观明中叶福建的财政改革 , 令人颇有矫枉过正、 作茧自缚之感。 由于当时财政改革
的重点在于 “节流” , 而不是 “开源” , 遂使各级地方财政的规模屡受压缩 , 失去了应有的
活力。从 “一条鞭法” 规定的财政支出项目看 , 当时各级政府只能满足于应付例行公事 ,很
难有所作为。 延及明末 , 又有许多经常性的开支项目遭到裁减 , 这就使地方官员更是难为
无米之炊。明代的有识之士早已指出 , 解决财政危机的出路在于 “开源” , 而不是 “节流”。
万历年间 , 郭造卿在 《闽中兵食议》 中提出 , 福建饶于渔盐之利 , 又可通商海外 , “操奇莫
赢于市舶” , 只要稍加变通 , 即可增税以足兵食 , 又何必巧立名目搜括军饷?
27
然而 , 当时福
建当局却恪守成规 , 未能采纳他的建议。天启年间 , 郑邦泰在 《福建赋役考》 中论曰: “今
日赋役大增于旧额矣。 财用匮乏 , 赋役繁兴 , 规避精巧。彼强宗巨姓 , 蕃衍至于仟佰 , 视
国初通天诡寄之名尤甚 , 县官曾不得庸调其寸缣 , 则荷重役者俱属何人? ……孰如清其户
口 , 使利归公家 , 额外可以免派 , 火耗可以少减也。”28的确 , 当时赋役与财政问题的症结是
税源不清 ,各地的人丁与土地大多为强宗大族所控制 ,这就使财政压力难以向全社会转移。
明代福建在册户口与土地的流失趋势 , 早在永乐、 宣德年间已相当明显 , 而明中叶前后的
历次赋役与财政改革都未能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 ,每隔 10年的黄册编审也是徒具形式 ,各
级官吏历来只满足于维持 “原额”29。 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 “原额” 观念 , 促使当时的财政
改革走向 “节流” 而不是 “开源” , 从而也为明末的财政危机埋下了祸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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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地方政府职能的萎缩
明代后期 , 由于财政危机的日益加深 , 福建地方政府的原定经费屡遭裁减 , 因而各级
政府的行政职能也日趋萎缩。康熙 《宁化县志》 记载 , 该县于明代编列于 “条鞭四差款





四差类别 原编项目 (项 ) 原编款额 (两 ) 全裁项目 (项 ) 全裁款额 (两 ) 扣减项目 (项 ) 扣减款额 (两 )
纲银 85 1133 44 518 32 238
徭银 47 2505 8 26 37 1006
机兵 10 3458 1 998 5 2257
驿站 12 1889 1 45 3 674
合计 154 8985 54 1587 77 4175
如上表所示 ,宁化县以 “四差”的名义编列的 154项支出项目中 , 于明末被全裁的达 54项 ,
占 1 /3强 ; 被扣减的达 77项 , 占 1 /2; 二者合计共 131项 , 约占全部支出项目的 85% 。从
裁减的款额看 , 总数共达 5762两 , 约占原额 8985两的 63% 。这说明 , 明末福建地方政府
的财政支出规模 , 比 “一条鞭法” 实行之初的万历年间缩减了近 2 /3。应当指出 , 宁化县编
列于 “条鞭四差款目” 中的财政预算 , 并非全部用于宁化县的财政支出 , 其中有不少属于
省布、 按二司及各道府乃至外县的财政收入 , 而由宁化县代为收解。这些财政项目于明末
同样被大量裁减 , 因而上表资料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各级衙门的总体财政状况 , 有必要略
作分析。
宁化县的原编 “纲银” 类经费中 , 属于省级和各道收入的项目共 36项 , 其中于明末被
全裁的共 15项 , 被扣减的共 16项 , 只有 5项未被扣裁 , 而且其总额不及 30两 , 皆为零星
小项 ; 属于府级收入的共 23项 , 其中全裁 14项 , 扣减 8项 , 仅有 1项未被扣裁 , 而其款
额也只有 6两。此类经费原为各级衙门的 “支应” 费用 , 相当于现代财政预算中的办公费。
对此类经费的大幅度裁减 , 表明当时各级衙门的许多例行公事 , 由于经费困难 , 已无法照
常进行。
编列于 “徭银” 类中的财政支出 , 主要用于雇佣各级衙门的劳务人员 , 即支付 “工食
银”。宁化县为省级衙门提供的劳务支出共 15项 , 为府级衙门提供的劳务支出共 10项 , 其
中仅 4项全裁 , 其余皆被扣裁。在宁化县衙门的 16项 “徭银” 支出中 , 全裁 4项 , 扣减 10
项 , 仅有 2项未被扣裁。由此看来 , “一条鞭法” 对于各级衙门的员役定额是相当严谨的 ,
因而直至明末也难以大幅度裁员。不过 ,当时地方当局还是千方百计使这些员役节衣缩食 ,
宁化县被扣裁的 “徭银” 约占原额的 40%。
明末的 “机兵银” 支出极为复杂 , 其中多数被移作军饷 , 或上解中央 , 很少用于本地
兵役。宁化县原编 “机兵银” 中先扣 “解司充饷银” , 又扣除 “解府出征路费”、 “解上杭县
151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
募兵”、 “会昌团练”、 “赣州所事”、 “草料马价银”、 “会昌骁勇”、 “本府应捕”等项支出 , 用
于 “本县民兵” 的仅有 1190. 8两 , 而非闰年还应再扣 106两 “解司充饷”。 以上尚属原编
正额。至明末 , “先裁扣三银 [饷 ]三百二十五两四钱四分 , 后裁冗役银一百两八钱 , 有闰
加裁一十二两。又编民兵银五百四十五两六钱 , 全裁。” 如此扣裁之后 , 宁化县无闰年仅有
“民兵”经费 658. 56两 ,而有闰年也仅有 725. 56两 , 这已不及原额的 1 /5了。除机兵之外 ,




亡 , 官方的社会控制能力大为降低 , 因而加速了统治秩序的解体过程。康熙 《宁化县志》立
有 《民兵志》 , 详述晚明地方兵制的废弛。 如云: “嘉靖之季 , 闽中苦倭 , 抚院汪道昆以各
司弓兵多逃 , 乃司减其兵 , 兵减其雇值 , 征其赢以充军饷。 弓兵之名 , 仅存而已” ; “崇祯
间裁革机兵四十名 , 并裁工食一千四百二十两有奇 , 机兵仅名焉耳”
32
。编者论曰: “始之置
民兵 , 将以补卫所之弊也。 无补于卫所 , 而民兵又刍偶不可用 , 徒浚民膏而阴自削 , 终明
世而兵不振 , 岂有故乎?”3此书编者李世熊 , 于明末清初历经 “寇变” 之苦、 亡国之痛 , 论
及晚明史事语多愤激 , 所论也颇能切中时弊 , 发人深思。
驿站作为明代官办的交通及联络机构 , 是统一与中央集权的象征 , 因而不惜为此耗费
巨资。 自万历以降 , 驿站经费也屡遭裁减 , 有不少地区因此引起动乱。 崇祯初年的秦晋大
起义 , 据说即与此密切相关34。宁化县地处偏僻的闽西山区 , 驿务较少 , 所编驿站经费大多
“解府给发玉华、 馆前、 九龙、 芋源诸驿” , 留在本县的仅占 1 /3左右 , 约七百余两。 其中
扣解 “县官撙节银”、 “额剩站银” 五十余两 , 所占比例不大。不过 , 从宁化县解府协济外
县驿站的经费看 , 仅崇祯五年即扣裁 “四站银” 五百余两 , 约占原额的一半35 , 其比例也是
相当大的。有关明代驿政的沿革及其弊端 , 前人已有不少专论 , 兹不赘述。
除了康熙 《宁化县志》 之外 , 明末清初编纂的许多福建地方志 , 都保留了丰富的晚明
财政史料 , 还有待于系统的整理和分析。 从这批史料中 , 可以清楚地看出 , 明中叶以后的
福建地方财政日趋窘困 , 迫使各级政府相继放弃了许多固有的行政职能 , 尤其是把各种地
方公共事业移交给当地的乡族集团。 笔者在考察闽北乡族共有经济时发现 , 当地有不少桥
田、 渡田、 渠田、 陂田、 祠田、 仓田、 学田、 义田等地方公产 , 都是肇始于明代后期。在
实行 “一条鞭法”之前 , 此类公共事业通常都佥派役夫或里甲支应 , 在实行 “一条鞭法”之
初也都编列了专项经费 , 而不久之后即相继受到裁减 , 因而只好由当地 “善士” 捐资置产 ,
以供常年费用。因此 , 笔者曾把此类地方公产称为 “赋役的转化形式”
36
。现在看来 , 这一
提法尚有所不妥 , 更准确地说应是 “地方财政的转化形式”。这是因为 , 在明代中叶赋役与
财政改革过程中 , 此类赋役早已转化为地方财政的形式 , 此后又由财政支出项目转化为地
方公产。在这一转化过程中 , 乡绅与乡族集团开始全面接管地方公共事务 , 从而也就合法
地拥有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权。 因此 , 明中叶以后的乡族自治运动 , 是与地方政府职能的
萎缩密切相关的。
152　　　　　 中　国　史　研　究 1998年第 1期　　
四、 社会危机与乡族自治
明中叶以后 , 由于福建当局未能有效履行若干重要的行政职能 , 曾经多次引发严重的
社会危机。例如 , 万历二十年 (公元 1592年 ) 福州城的饥民暴乱事件 , 即因有司未能及时
赈济、 平粜而引起。关于此事的前因后果 , 当时的福建巡抚许孚远在 《敬和堂集》 中有详
细记述。其 《抚定省民谕》 宣称: “岁闽地荐饥 , 米价日贵 , 本院出示平价 , 原是为尔贫民。
乃有奸人陈梅等籴米李三家 , 争价高低 , 聚众抢夺 , 将李三资财一时掠尽。……奸人鼓煽 ,
千百成群 , 满街呼噪。遂至拆坐营古应科之屋 , 劫林布政等二十余家 , 几至大乱。”37从表面
上看 ,此事似乎是突发性事件 ,其实却是时局发展的必然结果。许孚远在《题处乱民疏》中 ,
曾 “自劾抚绥无状” , 而对致乱缘由作了以下说明:
该臣看得: 福建地方迩年旱潦频仍 , 米谷腾贵 , 已非一朝一夕之故。臣于去年七
月内 , 据福、 泉、 漳、 延各府先后报到水旱灾伤 , 题请勘处蠲恤。 后因晚禾稍收 , 该
按臣陈子贞勘复 , 灾伤分数不多 , 议且停止。又该臣看得省城绝少储积 , 荒警无备 ,特
行布政司查发备赈等银二万一千两 , 转行福州、 邵武、 汀州三府及福宁州 , 分投籴买
米谷 , 运至省城。 自去秋迄今 , 据各府、 州陆续解运前项米谷上仓 , 甫及一半。 本年
三月内 , 据福州府申详闽县嘉登里民陈尚宾等告赈议处缘由 , 该臣批: “嘉登百姓屡次
告赈 , 果有灾荒 , 赈恤诚不容己。该府所议出示令有余贷不足 , 其意固善 , 却恐有余
之家不肯自认 , 又生烦扰。 该县所申积谷报部银两 , 宜就用此赈之 , 当官领散 , 秋成
偿还 , 亦不费之惠也。 贷银多寡 , 当量其家产厚薄。无产而与 , 恐其难偿 , 须别议赈
恤。若有游手棍徒素行不良者 , 俱不宜贷与。仰府再议详报。” 去后春夏之交 , 米价渐
涌 , 每石至一两三、 四钱。 臣与司、 道官商议 , 将见积在仓米谷量发平粜 ; 又行福州
府 , 将各卫官军粮米借支三个月 , 以纾目前之急 ; 仍行产谷府县 , 传谕商贩装运到省 ;
并令省城有谷之家 , 零星发粜 , 牙侩人等不许罔利商抬米价 , 每石暂定一两 , 俟后渐
减。百计调停 , 以救时艰。 不意五月初二申牌时分 , 忽有生员李章奔臣衙门投告 , 见
彼棍徒以籴米为由 , 聚众抢夺 , 乞要救援……
38
如上所述 , 福建当局事前采取的唯一实际行动 , 是于上年秋天动用 “备赈” 银二万余两 ,转
发给各地买粮运存省仓 , 而到事发时解运不及半数。其他举措或议而未行 ,或行而未果。至
于由抚院出示 “平价” ,则无异于空话。若是追究此事的罪魁 , 当推负责勘灾的巡按陈子贞。
他在 “迩年旱潦频仍 , 米谷腾贵” 的情况下 , 竟因 “晚禾稍收” 而报称 “灾伤分数不多” ,
建议停止蠲恤。然而 , 当时并无其他官员真心以救灾为己任 , 所议多为推托之词。如福州
府议 “请出示令有余贷不足” , 闽县议请借用 “积谷报部银两” 放贷 , 无非都是不花钱的主
意。当然 , 单纯指责这些官员也不公平 , 因为实施惠政要有财力 , 而当时各级政府并不具
备此类财源。 按 , 洪武初年规定 , 各地凡发生水旱灾害 , 所在府县必须不拘时限 , 随时勘
灾蠲税 ; 洪武十八年 (公元 1385年 ) 又规定 , 各地凡遇岁饥 , 先发仓赈贷 , 再具奏报闻。
然而 , 弘治三年 (公元 1490年 ) 规定 , 凡蠲免税粮 , 只准在存留项内动用 , 而不得减少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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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之额 , 这实际上是把蠲税的责任完全推给地方政府。 至于赈济用款 , 明代一般是取自于
各级政府的 “罚锾” ,这并非固定的经常性收入 , 而且常被移作他用 ,其存留量是很有限的。
明前期还要求各地设立预备仓 , 收纳 “义捐” 以备赈 , 但到明中叶多已废置39。因此 , 在明
后期地方财政日益窘困的情况下 , 的确很难要求有司切实负起救灾的责任 , 这就使之尽可
能把救灾职能向社会转移。
天启年间 , 周一夔在 《广积谷以固闽圉议》 中 , 充分论述了地方财政之不可恃 , 并建
议创立民办的救灾体制。他指出 , 自万历末年抵解加派以来 , 福建省库空虚 , “所存常不过
数千” , 而省会 “邑库亦从来如洗”。 当时用于 “备赈以救地方缓急之需” 的 “积谷银” 及
“赎银” 等 , 均已 “截半解部” 以 “暂充辽饷” , 福建当局曾题请存留 , “倘得允留闽省买谷
助赈 , 庶几搜括司帑 , 可得二万余金”。以此区区之数 , 自然不足以解决当时日益严重的粮
食危机。他因而建议 , 除了委派官员去外地采运仓谷之外 , “四季积谷 [银 ]尽行存留本色。
自理赎银尽行买谷贮仓 , 以备不时赈贷。 在乡缙绅、 贤达长者倡率大户 , ……渐渐举行义
仓、 社仓 ; 再以余力劝诱商贾 , 多方运粜”40。在 《积谷末议》 中 , 他又提出 , 以民办的社
仓备荒 , 比官方的赈贷更有效 , “救荒未有善于此者”。然而 , 他的这一建议却遭到当地
“大户” 的反对 , 难以付诸实施。这使他极为愤慨 , 要求当局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。 如云:
“今日台议 , 又非骤令民行社仓也。劝民自赡其家 , 仓勿使空虚而已 ; 劝其以实仓之余 , 待
乡里之来籴而已。劝其以自积谷取息 ,官不为定价 ,民不许强勒 ,其利贫民者尚什之二、三 ,
利富民者盖什之七、 八矣。 比而不肯听令 , 则真积玩之后 , 无所警觉。 合无激扬之际 , 参
见刑威 , 预查坊里大户若干 , ……责令粜卖若干。”
41
周一夔试图以行政权力推行社仓 , 把官
方的救灾责任转移到民间 , 但终究未能取信于民 , 不了了之。不过 , 当时也有不少民间自
发创立的社仓 , 其赈贷范围一般只限于乡族内部。 万历年间 , 闽县乡绅董应举在 《社仓
议》 中记云: “昔先君子尝以夏初发粟平价 , 至秋冬收成 , 如其价以入 , 不加息焉 , 曰:
`吾此法成 , 即古常平、 社仓窻是矣。’ 不幸遽没。 而予兄弟无腆田之所入 , 仅足自给 , 警
于岁饥 ,市粟五千 ,以待乡族之乏者。春放而秋还 ,以新还旧 ,粟不论价 ,而数加十二。……
乡族有好义者 , 为予推行 , 庶几有备 , 而先君子未竞之志 , 或少酬万一乎?”
42
这种行之于乡
族内部的社仓 , 强化了乡族集团的内聚力 , 反映了社会控制权的下移。 例如 , 董应举议立
的 《小埕义仓规则》 宣称: “此仓专为守垛贫民而设 , ……其贫民懈怠不行守垛者勿给。”43
应当指出 , 由乡族集团设立的社仓或义仓 , 只能解决局部性的饥荒 , 而不能完全取代政府
的救灾职能。 明末福建的抗租及抢米风潮颇为盛行 , 这无疑与荒政废弛有密切关系。
明后期福建的大型水利设施 , 也往往由于官府的失职而日益毁坏。 笔者曾论及明清时
期福建农田水利制度的演变 , 认为从明中叶赋役制度改革之后 , 各地政府相继放弃了修建
和管理水利设施的责任 , 因而使水利事业由官办改为民办 , 即由当地乡族组织自行负责维
修和管理。不过 , 有些大型的农田水利设施 , 其受益范围涉及数乡、 数县乃至数府 , 很难
完全由民间自理 , 这就需要采取官督民办或民办官助的形式 , 由官府统一组织和协调4。明
代前期 , 由于地方政府可以随时征发民力 , 大型水利设施一般皆可及时维修 , 而到了明中
叶以后 , 由于地方财政中并无此项经费 , 地方官也就难以过问此事了。 万历年间 , 侯官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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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门硖大堤年久失修 , “每岁巨浸横流” , 祸及数十里 , 当地耆老陈某冒死诣阙上书 , 始下
旨令地方官议修。知县周某实地勘测后 , “谓父老言是 , 白谓大吏 , 具题获允。民之系产于
兹地者 , 遂欢然相率捐缗钱 , 鸠工筑堤 , 横亘三十余里。 ……不费县官一钱也”45。在这一
惊动朝廷的大工程中 ,各级政府居然一毛不拔 ,这大概也足以证明当时地方财政的窘困了。
当然 , 这一时期仍有一些地方官兴修水利的 “德政” , 但他们一般都必须 “捐俸” 倡修 , 而
并非动用公款。
明后期福建的社会治安 , 主要依赖于保甲组织与乡族武装。 前已述及 , 福建各县原有
弓兵、 机兵等地方武装 , 至明末已名存实亡。 因此 , 各地政府难以承担地方防务 , 只能要
求民间武装自卫。 隆庆四年 (公元 1570年 ) 至万历二年 (公元 1574年 ) 的惠安知县叶春
及 , 在其任上力行乡约保甲制度 , 主要目的即在于强化社会治安 , 加强地方防卫能力。他
在 《惠安政书》 中记云: “夫保甲者 , 岂诚荷殳远斗 , 若兵也哉? 寇至捍御 , 乃有家者之必
然 , 何为不乐? 故余因其情而简其法 , 以 《铺册》 三壮丁共当一夫 , 登于 《保册》。 无事 ,
巡警如故 ; 有警 , 社首、 保长统帅册内夫家 , 更迭而出。或据险而守 , 或乘便出击 , 或以
侦贼等役。……盖有常数 ,无常人 , 各推其家之壮者为兵。”46当时尚未实行 “一条鞭法” ,但
各项地方行政经费已有定额 , 如云: “余三年不用里甲一文 , 盖纲银之式行也。”
47
至于雇佣
乡兵、弓兵与机兵的经费 , 则大多已被裁减或挪用 , “惟机兵半征饷于兵备道 ,别募而练之 ,
半隶于县练之 , 其内以十名更番守宿于府焉”48。可见 , 当时的地方兵力已大为减少 , 因而
不得不依赖于乡族武装。
自 “一条鞭法” 实行之后 , 各县机兵与弓兵虽有定额 , 但由于经费屡遭裁减 , 兵员所
存无几 , 只能充任各级官府的差役。 《闽书》 记载: “各府县机兵 , 今隶在官籍役 ; 弓兵隶
巡检 , 亦徒具数 , 不责逐捕盗贼。”49因此 , 当时历任福建巡抚都积极推行乡约保甲法50 , 要
求民间组织乡族武装 , 加强自我防卫能力。万历二十年 (公元 1592年 ) , 福建巡抚许孚远
在 《颁 〈正俗编〉 行各属》 中说: “禁奸戢乱 , 则保甲为急 ; 维风善俗 , 则乡约为要。”51在
《团练乡兵行各道》 中 , 他又提出: “乡宦、 举、 监、 生员之家 , 不宜概使出兵。 但此举方
为各保地方 , 所保惟富室大家为重 , 贫人下户干系甚轻。……若令贫人为守 , 巨室安坐 ,设
有缓急 , 彼将思逞 , 何足赖耶? 今须理劝士大夫家为之倡率 , 若果为保家保族之谋 , 即子
弟、僮仆 ,皆可教之即戎 ,何须规避?”52在这里 ,他已直接把地方防卫职能交给了士绅阶层 ,
从而使乡族武装具有合法的地位。万历四十三年 (公元 1615年 ) , 福建巡抚黄承玄在 《约
保事宜》 中提出 , “乡兵” 可以独立自主 , 不受官府节制。如云: “凡保中富室大姓 , 其族
众、 义男、 干仆率以千百计 , 宜于保甲之外另集乡兵以资防御。 ……或再募教师一人 , 督
率训练。然不强之必行 , 即行亦仅籍名报官 , 官不派人查点。第于练成之日 , 该保呈县 , 转
报院道 , 以凭颁赏 , 用于激励。”
53
不仅如此 , 他还赋予乡约保甲组织各种政教职能 , 使之成
为高度自治的社会组织。兹摘其要目如下:
一、 一乡之约正 , 必有一段精神常与乡人相通 , 乃可冀化成之效。若有约无会 ,殊
失其旨 , 今后务令各随便各立约所。 每月朔望 , 保长率各甲人等齐集会所。 ……如保
正副、 甲长无故不到者 , 纪簿戒惩 ; 如里甲人等无故不到者 , 着令保长次令召至警谕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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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不到者亦纪簿戒惩。
一、 会日宣讲既毕 , 保长各报善恶姓名 , 约正当众核实 , 除孝子顺孙、 义妇节妇
公举表扬外 , 其余但有一善可取 , 即与纪簿 ; 如恶迹显著 , 如窝盗、 通番诸重大事情
呈官究治外 , 其余小过 , 初次约正姑当众训诲 , 令其愧改 , 二次纪簿报官。 此亦善善
长而恶恶短之意也。
一、 纪善戒惩之后 , 凡有彼此相竞及冤抑不伸者 , 俱以实告 , 约正询之保长 , 参
之舆论 , 以虚心剖其曲直 , 以温语解其忿争 , 务令两家心服气平。 ……如有重大事情
须白官府者 , 亦必先经约会 , 然后告官。 所告中证 , 必须在场曾经告明约会者 , 不许
妄引他人 , 以图党恶。 以后本院词状 , 一一据此查核 , 以杜诬罔。
一、 各约人等 , 既同一会 , 便须休戚相关。会日 , 约正遍询各保内 , 有贫不能活 ,
病不能医 , 患难无援 , 孤寡无靠及婚葬、 耕读苦于无资者 , 即当共为区处 , 曲加周恤。
……如修桥、筑堰 , 一切有益地方者 , 俱行纪簿旌赏。所有一切乡中兴利除害事宜 ,亦
许约保于会中公议 , 佥同连名呈举 , 凭官酌议施行。54
以上各项规定 , 大概只能反映当时福建当局的施政理想 , 而未必可以全部付诸实施。不过 ,
即使这只是一纸空文 , 也表明当时地方政府已无力直接控制基层社会 , 因而不得不依赖乡
族组织 , 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。值得注意的是 , 乡约保甲制度创始于明代中叶 , 原
来只是作为官府的统治工具 , 至明末则演变为乡族自治组织 , 其性质已完全改变。嘉靖二
十六年 (公元 1547年 ) , 福建巡抚朱纨在推行保甲法时 , 曾明确指出: “保甲之法 , 操纵在
有司则可 , 操纵在巨室则不可。 近见闻一等嘉谈力行者 , 此不过为蕃植武断之地耳 , 非真
欲厚风俗也。”5他试图以保甲组织强化官府的直接统治 ,抑制豪族势力 ,却无力改变现存的
局面 , 反被闽南 “巨室” 诬告入狱而死。 这就表明 , 在明后期的政治格局中 , 乡族自治已
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。
综上所述 , 自正德、 嘉靖年间以降 , 由于财政改革与财政危机的日益加深 , 福建地方
政府的行政职能趋于萎缩 , 因而逐渐把各种地方公务移交给乡族集团 , 促成了基层社会的
“自治化” 倾向。明后期福建的乡约保甲制度 , 可以说是乡族自治的集中表现。这种由地方
政府授权的乡族自治 , 虽然可以暂时弥补因政府职能萎缩而形成的权力真空 , 有助于维持
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 , 但就其长期演变趋势而言 , 又势必导致乡族势力的恶性膨胀 , 危及
政令的统一与社会的长治久安。 明以后福建乡族械斗与乡族割据的持续发展 , 可以说是这
一政治格局的必然后果5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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